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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翻译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必然受到各种社会因
素的制约，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翻译政策
（translation policy）。德国社会学创始人韦伯（Max 
Weber）和席美尔（Georg Simmel）认为，“置于文
化背景下的所有社会行为都需要从其历史语境和制
度表征方面加以探究”（Wolf, 2007：5），因此从特
定时期的翻译政策入手，有助于翻译研究者认识或
解释该时期各种翻译行为或现象。晚清是我国翻译
史上的一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翻译被作为一种挽
救民族危亡的手段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西方
政治、经济和社会科学著作的大量翻译，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当时的社会改良；外国小说的翻译不仅向
当时的国人介绍了外国的风情文化，对改变当时人
们的思想观念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些使得翻译在
当时的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对西方文明哪些方面
加以译介、采用何种态度、以何种方式来吸纳则成为
当时翻译政策讨论的基本内容。本文通过梳理晚清
时期关于翻译政策的讨论，探究该时期翻译政策的
特点，在此基础上尝试解释当时制定和讨论相关翻
译政策的动机。
二、翻译政策及其相关概念
（一）翻译政策的定义
根据图里，“翻译政策是指特定时期，特定语言
文化通过翻译对所输入文本类型和文本进行选择时
的一些支配因素”（Toury, 1995/2001:58）。图里的定
义是从翻译政策功能的角度，主要着眼于翻译选材，
这里“支配性因素”的说法有些模糊，因为支配翻译
活动的社会因素很多，图里可能是指限制翻译选材、
出版等方面的一些因素。滕梅将翻译政策界定为“国
家政府或政府机构所提出或制定的与翻译活动有关
的各种规定性的要求”（2009:11-12）。从这一定义可
以看出，翻译政策通常都是以官方为主、自上而下地
提出，但实际上一些民间机构同样可以制定关于翻
译的规章制度，参与翻译政策讨论。
本文将翻译政策定义为：由官方或民间机构就
翻译问题所做出的讨论、陈述或行动方案。也就是
说，翻译政策通常都是针对一定的翻译问题，自上而
下产生，形式上表现为具体的明文规定或有针对性
的讨论。无论这些政策正式公布与否，从中都可看
出当时制定政策的过程和动机。翻译活动中，以政
府机构、社会团体和有一定影响力的个人所构成的、
能对翻译活动产生直接影响的、译者以外的人都可
能是讨论翻译政策的主体。
霍姆斯将翻译政策归入应用翻译研究的范围，他
指出翻译政策研究就是“从总体上就译者、翻译行为
和译作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向他人提供有根据的
建议，如特定社会文化状态下需要翻译什么样的作
品、译者现有的和应有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翻译在外
语教学中应扮演的角色”（Holmes, 1972/2000:182）。
在霍姆斯看来，翻译政策研究的对象是“译者、翻译
行为和译作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几乎涉及翻译
行为的各个方面，如翻译选材、译者行为方式、翻译
教学的作用等。
（二）翻译规范与翻译政策
翻译规范与翻译政策二者相关，但并不相同。
规范是社会学术语，巴茨（Bartsch, 1987）将规范
定义为“正确观念的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 of 
correctness notions）（参见 Chesterman, 1997：54）。
可见规范具有一定的规定性，是社会对特定行为判
断或认可的标准。翻译规范体现的是个体、群体或
整个社会认可的翻译行为。图里指出，“社会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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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心理学家向来认为，规范是将一个团体所认
可的关于是非对错、充分与否等一般价值观和观念
转化为适用于指导具体情形下各种行为的原则，目
的是为了说明在特定行为维度下什么是规定的，
什么是禁止的，什么是可容忍或可允许的，等等”
（1995/2001:54-55）。切斯特曼从翻译模因论的视角，
将翻译规范定义为普遍认可了的“模因”（meme），
这些模因既是规范性的又是描写性的（Chesterman, 
1997:151）。翻译规范是特定文化中，某一时期或不
同时期对于翻译的共识，这种认识不是明文规定，并
且具有多样性、多变性和层次性，它是社会遵从的行
为准则，有一定约束力，违反规范意味着要承担一定
后果。
相对而言，翻译政策通常都是由有一定权威的机
构或个人制定的、具有强制性的、制度化了的明文规
定。翻译规范是人们用于判断翻译活动及其产品是
否能被接受的默认标准，翻译政策则是指导和约束
翻译活动的各种规则和制度。翻译政策的制定一般
也会参照当时的翻译规范，某些翻译规范也可以上
升为翻译政策。例如，特定团体或机构会参照某些
翻译规范来制定用于约束译者及其翻译活动的行为
准则，这样规范就转化成了政策。
（三）翻译政策的特点与分类
滕梅指出，翻译政策最主要的特征是其“权威性”
和“不稳定性”（2009:11-12）。这里所说的权威性是
不言而喻的，但作为一种政策，其在一定时期内还是
具有稳定性的，只不过是一种相对的稳定。此外，翻
译政策还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强制性。这一点
与权威性相关，是指翻译政策通常都是自上而下的，
要求在一定范围内遵循的文字性声明或制度；第二，
针对性。制定翻译政策通常都有一定的目的，如总
体规划或解决具体的问题；第三，多层次性。翻译
政策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团体的。既包括总体的
也包括局部的。翻译政策与翻译主体之间是一种双
向的关系，一方面翻译政策制约翻译主体活动的方
方面面；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翻译主体遵循各类翻
译政策，这样才能使翻译活动及其产品能够得到目
标语社会的接受和认可。
翻译政策所包含的内容比较庞杂，涵盖面较广。
从针对性上，翻译政策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类，前
者主要针对翻译活动总体，后者则是针对译者或翻
译团体的指导性原则或规章制度。如翻译选材本身
是译者的责任，但晚清时期的翻译选材却主要是自
上而下由政府规定的。从产生方式上，翻译政策可
以分官方和非官方：官方翻译政策如经过审批的关
于翻译的政令、诏书，王公大臣在奏疏、议案中关于
翻译的讨论，等等；非官方的翻译政策如民间翻译
机构的规章制度和关于翻译政策的讨论，从这些讨
论就可以发现当时制定翻译政策的过程和动机。从
内容方面，翻译政策涉及到翻译活动的各个环节，如
翻译选材、翻译人才培养、翻译机构设立、翻译机构
职责、翻译奖励方式、翻译模式，等等。
三、晚清时期的翻译政策讨论
晚清时期的翻译政策除具有以上所论一般翻译
政策的特征外，还表现出一些特殊性：第一，既有明
文规定，还包括关于翻译政策的讨论；第二，以官方
为主，但还有一些民间翻译团体的讨论；第三，有一
定的载体，但并非所有的讨论都能得到有效的应用。
（一）政策载体
讨论翻译政策的主体有个人和翻译机构两类，前
一类如政府官员或有影响力的个人，后一类讨论通
常都是以同文馆、译书公会等官方或社会机构为载
体。晚清时期讨论翻译政策的翻译机构主要分为三
类（参见表 1）：第一，官办的译馆兼学校，主要负
责翻译西书和翻译人才培养；第二，民间筹办的翻
译或编译出版机构，如教会的广学会、维新派的译书
公会、大同书局等；第三，翻译组织机构，主要负责
翻译活动的协调监管工作，如周桂笙等人组织的译
书交通公会（周桂笙 , 1906）。这些机构不仅是翻译、
编译和翻译人才培养机构，还是晚清时期翻译政策
讨论的主要载体和实施渠道。
表 1. 晚清时期的翻译机构主体①
机构名称 创立人 年代 地点 备  注
译
馆
兼
学
校
京师同文馆 奕 1862 北京 中国第一个官方设立的外
语学校，同文馆内先后开
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
馆和东文馆，1902 年并入
京师大学堂，称“京师大
学堂译书局”。
外国语言文
字学馆
李鸿章 1863 上海 最初拟名“上海外国语
言 文 字 学 馆 ”，后 定 名
“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
馆”，简称“上海同文馆”，
1867 年改名“上海广方
言馆”。1869 年并入江南
制造总局译书馆。
广州同文馆 李鸿章 1864 广州 又称“广东同文馆”、“广
方言馆”，是广州最早的
外 语 学 校，一 直 延 续 至
1911 年。
江南制造总
局译书馆
曾国藩
李鸿章
1868 上海 1869 年，上海广方言馆并
入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
19 世纪中国最大的西书
翻 译 出 版 机 构，1912 年
被北洋政府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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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馆
兼
学
校
新疆俄文馆 刘襄勤 1887 迪化 仿照京师同文馆创建，
1905 年裁撤，复设后改名
为中俄专门学堂。
台湾西学馆 刘铭传 1887 台北 仿照京师同文馆创建，
1891 年裁撤。
珲春俄文馆 希元 1887 珲春 仿照京师同文馆创建。
湖北自强
学堂
张之洞 1893 武昌 初设英、法、德、俄四馆，
1898 年增设日文馆。
京师大学堂
译书局
梁启超② 1902 北京 1898 年京师大学堂成立，
1902 年京师同文馆并入
京师大学堂成立“京师大
学堂译书局”，这是北京
大学出版社前身。
编
译
出
版
机
构
广学会 韦廉臣等 1887 上海 前身是 1884 年成立的同
文书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1956 年与其他基督教出
版单位合并为中国基督教
联合书局。
组
织
机
构
译书公会 恽积勋等 1897 上海 维新派编译出版机构
大同书局 梁启超等 1898 上海 维新派编译出版机构
江宁江楚编
译书局
张之洞 1902 武昌 洋务派编译出版机构
译书交通
公会
周桂笙等 1906 上海 第一个民间的翻译协会组
织。
这些机构大都由洋务派或维新派筹建，甲午战
争之前以洋务派为主导，翻译政策讨论的焦点主要
集中在开办译馆兼作学校，培养翻译人才，翻译西方
书籍。甲午之后维新派势力崛起，创办了一些翻译
出版机构，介绍和传播西方政学、法学，作为维新变
法的依托。
（二）政策内容
如上文所述，晚清时期的翻译政策不仅包括明
文规定的条例章程，还有关于翻译政策的讨论，其中
一些讨论结果在一些翻译机构内部得到了实施，有
些则仅停留在讨论层面，但这些都有助于了解这一
时期制定翻译政策的过程和动机。晚清时期关于翻
译政策的讨论主要分为七大类：1）翻译人才培养；2）
翻译选材；3）译员雇用；4）翻译模式；5）翻译奖
励政策；6）翻译活动监管；7）教科书编译。按照
霍姆斯的观点，这些都属于翻译政策研究的范围，都
与“译者、翻译行为和译作在社会中的地位或角色”
相关（Holmes, 1972/2000：182），同时也都有其深
层的社会原因。
1. 翻译人才培养
就翻译人才的培养，早在 1653年，清太常寺少
卿龚鼎孳③在给顺治帝关于四译馆④的奏呈中就提出
了四条建议：“请给公署，以便肄学”“选贮后学，以
永传习”“开缺注册，以重职守”“申饬劝惩，以别勤
惰”（1653/1985：13-16）。这四条囊括了设立机构、
挑选学员、行政管理和奖惩制度四个方面。可以看
出，当时的四译馆除作为翻译机构之外，已初步兼具
翻译人才培养的职能，这也为晚清时期翻译人才培
养提供了一定的参照，即译馆兼作学校，翻译西书与
培养翻译人才并行。
晚清时期设立的译馆兼学校主要包括（参见表
1）：“京师同文馆”、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⑤；
“广州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京师大学
堂译书局等。此外，一些官员还提出了设立专门翻译
机构的设想，如冯桂芬的“翻译公所”（1861）、马建
忠的“翻译书院”（1894）、张之洞的各省“译书局”
（1898）、康有为的“京师译书局”（1898）、盛宣怀的
“南洋公学译书院”（1901）等，其目的都在于以译
馆为依托，快速而有效地培养翻译人才，广译西学书
籍。丁韪良在论及同文馆的作用时指出，“同文馆的
间接影响是很大的，它影响了中国的高级官吏，由中
国的高级官吏又影响了中国的教育制度。其中最主要
的（虽然是有限的），是科学渗入了科举”（1896/1996：
455）。这些译馆兼学校主要由洋务派官员倡导建立，
属于官办机构，就翻译人才培养制定了明确的章程，
本身即政策，如《同文馆章程》（1862）、《奏定译学
馆章程》（1903）等。关于翻译人才培养的政策讨论，
具体内容涉及学员挑选、师资挑选、课程设置、考核
奖惩、行政管理、资金运作等诸方面。
对入馆学生，各译馆在年龄、智力、民族、人数
上起初都有严格的限制，如京师同文馆在筹建阶段
拟“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
习”（奕等，1862/1961：117）；李鸿章（1863/1905）
倡导建立的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只“选近郡年
十四以下、资禀颖悟、根气端静之文童”；就学生人
数，《同文馆章程》中指出，“今改设同文馆，事属
创始，学生不便过多，拟先传十名，俟有成效再行添
传，仍不得逾二十四名之数”（同上：118）。《广州
同文馆章程》（1864）规定“同文馆肄业生额设二十
名，内旗人十六名，汉人四名，年各二十岁以下十四
岁以上，拣选世家子弟之聪慧者，送馆肄业”（陈华
新，1997）。起初译馆学生仅限于旗人，且限定人数，
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
护满人的特权地位。但实际上，当时普通国人最看
重的依然是科举仕途，并不屑于去学习洋人的语言。
后来同文馆人员录用方式逐渐放宽，学员入学不论
年龄身份，择优而录。为了提高人才培养效率，马建
忠还提出两种学员遴选的方式，一种是“选已晓英
文或法文，年近二十”的年轻人十余名，根据“其所
造英、法文之浅深，酌量补读”，同时“加读汉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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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诸家之文而上及周、秦、汉诸子”，一年后即可
从事翻译；另一种是“选长于汉文，年近二十而天
姿绝人者亦十余名，每日限时课读英、法文字，上及
辣丁、希腊语言”，两年后其“洋文即可通哓，然后肆
力于翻译”，这样“收效必速”（1894/1994：227）。
这些在年龄、人数、语言水平等方面的学员录用条件
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快速有效地培养出优秀的翻
译人才，为国家服务，但最终证明一两年的学习还远
远不能造就出合格的翻译人才。
师资方面，实行教习⑥聘任制。同文馆明确提出
“分设教习以专训课”（奕等，1862/1961：119），
即同时聘请外国教员和中国教员，且要求品学兼优。
从后来聘请的教师看，各译馆的确汇集了中外一些
文化精英。京师同文馆所聘第一任外国教员为英国
传教士包尔滕（John S. Burdon），首任中文教员为当
时任候补八旗官学教习的徐澍琳，并且明确声明“止
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同上：118）。教员聘任制
既保证了师资的稳定性，也有利于人员的合理流动，
如傅兰雅（John Fryer）1863年曾被聘任为京师同
文馆英文教习，1868年受聘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
任翻译。又如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聘任的译员不仅
包括傅兰雅、林乐知（Young J. Allen），还包括科学
家徐寿、徐建寅父子、李善兰和华蘅芳、医学专业人
才赵元益，科学知识和外文兼通的舒高第⑦、李凤苞
等（参见傅良瑜，2005：119）。对于聘任外国教员
的做法也有不同的看法，如张之洞（1898）认为请
外国人担任教员有两个弊端：一是“师生言语不通，
恃翻译为枢纽，译者学多浅陋，或仅习其语而不能通
其学，传达失真，毫厘千里”；二是“西人积习，往
往故作迟缓，不尽其技，以久其期”，“即使师不惮劳，
而一西人之学能有几何，一西师之费已为巨款”，此
二弊会造成翻译人才培养的延误。
当时各译馆招生方式不同，学制并不统一。广州
同文馆学制三年，上海广方言馆学制为四年，湖北自
强学堂学制为五年，京师同文馆学制有五年、八年两
种。学制不同，学习内容稍有差异。如京师同文馆
八年制的学员前三年专读语言，后五年则学习各学
科专业知识。八年制又分前馆、后馆，后馆成绩优秀
者升入前馆。
课程设置方面，以外国语言文字学习为主，同时
将汉语作为必修内容。如冯桂芬⑧曾提出“聘西人课
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
习算学”（1861/1994：83）。李鸿章（1863/1905）提
出“聘西人教习，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课以
经史文艺”。马建忠亦提出译馆学生要读“如唐、宋
诸家之文而上及周、秦、汉诸子”之书（1894/1994：
227）。从这些讨论可以看出晚清时期“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的主导思想。起初，同文馆学生学习洋人的
语言，只是为了“急学现用”，并不愿意影响自己求
取功名。《同文馆章程及续增条规》⑨中甚至规定，“遇
乡、会试年分，学生有愿应试者，准给一个月假期”
（高时良，1992：50）。《奏定译学馆章程》中对课程
设置有详细的论述，以译学馆第一年课程为例，共开
设 10门：人伦道德、中国文学、历史、地理、外国文、
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图画、体操，总计 36个学
时（黎难秋，1996：500）。京师同文馆起初仅有英
文馆，后又增设法文馆、德文馆、东文馆、天文馆、算
学馆等。从这些都可以看出，译馆兼学校已经初步发
展成为以培养翻译人才为目的的多学科新式学校。
对学员的评估方面，严格考核，奖勤罚懒。同文
馆章程规定：“分期考试以稽勤惰”，“限年严试以定
优劣”，具体分为月考、季考和年考，并且每三年一次
大考，优秀者分别授予七、八、九品官职，差的留校
继续学习（奕等，1862/1961：119-120）。大考分
为面试、初试和复试三步：面试由同文馆“提调等在
旁稽察，以防枪替等弊”；初试“将各国配送洋字照
会令其译成汉文”，复试内容为“将各国汉字照会令
其翻译洋文”，同时由总理衙门官员“密书汉文语句，
隔座令该学生以洋文翻写”；对试卷的评阅由清政府
特聘的洋人官员、外国教员和奕等总理衙门官员共
同进行，评出等级，优秀者予以奖励，表现极差的予
以开除（奕等，1869，1898）。除语言外，考试科
目还包括格物、测算、天文、算学、化学、医学等。
管理方面，由政府聘任，专人专管。同文馆设提
调⑩、帮提调、总办、总教习、教习、付教习等，处理
馆内事务。根据《同文馆章程及续增条规》，“馆内
总教习、教习等有条陈馆务事件，呈堂阅后，仍交帮
提调体察情形可行与否，会同正提调回堂核办”（高
时良，1992：49）。可见，提调相当于政府任命的校长，
总教习相当于教务总管。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第一
任同文馆总教习。同文馆章程中指出“今改设同文馆，
无庸由内阁理藩院咨取，以归简易，应即由臣衙门
办事司员中拣选满汉各一员，兼充该馆提调。所有
馆务，责成该员等专心经理”（奕等，1862/1961：
119）。马建忠也提出翻译书院“院中有执事者，必须
常川住院”，“书院费用皆有定额，拟派一支应者专
司出入 ,按月呈报”（1894/1994：228）。《京师大学
堂译书局章程》对译书局行政与翻译人员设置、翻
译门类、业务管理（包括工作程序、合约履行、译稿
考核等）、待遇薪水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黎难秋，
1996：493-497）。这个时期的译馆兼学校已经开始
实行政务和教务分开的管理体制。
资金方面，这些机构主要为官办，资金主要来源
于政府，但并不一定完全由中央财政拨款，一部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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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由地方承担。如上海广方言馆的经费由设于上海
的江海关承担。广州同文馆章程规定“同文馆经费，
由粤海关监督衙门筹拨支放”（陈华新，1997）。傅
兰雅（1881）在论及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的翻译时
指出，“此翻译馆已设数年，所有费用皆资国帑，可
见此举必有益于中国者也”。但实际运作中，一部分
资金属于募款。根据丁韪良的记载，京师同文馆的
一部分资金来自赫德（Sir Robert Hart）⑪每年从海
关方面的拨款。（丁韪良，1896/1996：441）
除译馆兼学校的翻译人才培养机构外，还有一些
翻译出版机构，有代表性的包括（参见表 1）：译书
公会、大同译书局等。这些翻译出版机构在翻译政
策方面的讨论也值得关注，具体涉及翻译选材、译员
雇佣、翻译模式、翻译奖励、翻译活动监管、教科书
编译等方面。
2. 翻译选材
傅兰雅（1881）在谈及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
的情况时指出“中国大宪谕下，欲馆内特译紧用之
书”。这里所谓“紧用之书”即制造与格致之学，因
为这些书籍能够迅速产生经济效益。马建忠认为，
应该翻译的西书分为三类：第一，“各国之时政”，
如“上下议院之立言，各国交涉之件，如各国外部往
来信札，新议条款、信使公会之议”，包括外洋报纸；
第二，“居官者考订之书，如行政、治军、生财、交邻
诸大端所必需者也”；第三，“外洋学馆应读之书”，“如
万国史乘、历代兴废政教相涉之源，又算法、几何、
八线、重学、热、光、声、电，与夫飞潜、动植、金石
之学，性理、格致之书”（马建忠，1894/1994：228-
229）。梁启超（1897b）提出，“故今日而言译书，当
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
三曰，养能译之才”，在他看来，只要有用的都拿来
翻译，包括外国的典章制度、教科书、法律、历史、
时政、农学、矿学、工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方
方面面，其中又有轻重缓急之分，原则是求佳求新。
盛宣怀（1902/1957）主张“先章程而后议论”，具体
来说，可“先择日本法规以启其端”，因为日本法规
类书籍“皆取则于泰西，一年一修，皆彼所身体力行，
损益去取而后定”。罗振玉（1902b）则指出，“今拟
先分为学、政、业三者，先译教育教科及法律行政各
书，而余及实业各书，或此省译教育行政书，彼省译
实业书，如此行之，乃有条理。”
梁启超（1897a）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开宗明义，
“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
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包括“译学堂各种功课书”、
“宪法之书”、“章程之书”、“商务书”，其余各类⑫暂
缓。维新派的另一个翻译出版机构—译书公会以“开
民智、广见闻”为宗旨，广泛翻译西方各国的社会科
学和自然科学书籍以及报纸（章炳麟，1897）。康有
为（1898）在给光绪帝的《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
中指出：“皆译农工兵至旧非要之书，不足以发人士
之通识也，徒费岁月，糜巨款而已”，他主张多译变法
之书，尤其是日本的法政之书，建议“专选日本政治
书之佳者，先分科程并译之”。1898年 8月《中西教
会报》 （复刊）第 44期刊载了一篇题为《论译书当先
政后艺》的文章指出，“中国之弱至于此极，即使大
兴艺学，直追西人，其收效在数十年以后计”，因此当
“先政后艺”，翻译格致之书固然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发
展，但根据当时的时局，仅仅考虑经济发展已不足以
挽救中国，因此该文作者建议应注重对公法之学的翻
译（佚名，1898）。贵州学政赵惟熙（1902）指出，
翻译西方书籍应当“政学为前，艺学为次”。
翻译选材通常都是由译者来决定，而晚清时期由
于特殊的社会状况，政府官员自上而下以政令的形
式，民间机构以规章制度的形式直接干涉译者选材
的内容和步骤。洋务运动（1861-1894）时期的翻译
以“制造与格致之学”为主；甲午战争之后，维新
势力崛起，在翻译选材上一改洋务派做法，主张“先
政后艺”的原则。从选材的内容和步骤可以看出，
对发展变化的社会状况的认识是晚清时期翻译选材
发生改变的根本原因。
3. 译员雇佣
晚清时期各译馆或译书局的译员任用主要有两
种：第一，聘任制，即聘任专职翻译人员，采用年薪
制；第二，雇用制，即雇用兼职翻译人员，按劳支付
薪酬。大多数译馆或译书局采用前一种，如前文所述
的译馆兼学校。维新派的译书公会有“英文翻译三人，
法文翻译二人，德、俄、日本文翻译各一人，西文总
校一人，中文总校一人，复校一人，初校三人，写字
四人”（佚名，1897）。罗振玉（1902a）建议雇用通
中文的日本人来翻译中小学校用书以节约费用，再
加以润色即可。江宁江楚编译书局章程中指出，将
译员“延聘到局，致靡费多而所译有限”，主张“择
定译本，分途倩人承译，计字给值”，同时“聘定精
通东西文者各一人，专司校勘译本原文之事”（佚名，
1904）。《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中规定“译员分
住局、不住局二等，住局者给月薪、缴日课；不住局
者视所译之书难易长短，由总译拟估价目，立合同，
约限若干月日缴稿”（黎难秋，1996：494）。晚清
时期译员已经有专职和兼职的划分，而且译馆兼学
校中的大多数教员都兼任翻译。这些都说明译者在
当时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一些教习兼译员甚至被
授予官衔（见后文翻译奖励方式），并非像一般官员
由政府自上而下任命。
4. 翻译模式
晚清时期的翻译模式主要为外国人口授，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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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述的合译。傅兰雅（1881）指出，“至于馆内译书
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
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
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为明；若
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
色，令合于中国文法”。但不同官员对此却有不同的
看法，如马建忠就反对外国人口授，中国人记述的合
作翻译模式，在他看来“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
文者又不达洋文”造成“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他
认为译者应“一精通洋语洋文兼善华文而造其堂奥、
足当译书之任者”（1894/1994：226）。梁启超（1897b）
赞成马建忠的观点，不主张口授加笔述的合译，他认
为“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
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盛宣怀（1901/1939）
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指出，“臣所译兵书，系延聘日
本通中文者一人、陆军少尉一人，会同翻译，始无讹
错”。在他看来，翻译除了兼通两种语言的译者外，
还需请有关的专家，这样可以避免一些错误。屈爔
（1901）在其《论译书为今日之急务》中主张，让懂
外语的中国人到国外去翻译西籍，政府驻外人员应
“购紧要之书，及时选译”，由使馆翻译、编译西方书
籍。贵州学政赵惟熙（1902）指出，政府驻外人员
应承担翻译西籍的任务。徐寿、徐建寅主张，中外译
者合作翻译校对，由外国人口授，中国译者笔述，需
要时二者进行讨论（参见徐泓，2008）。维新派的译
书公会主张通晓中外文的译者独立完成，不提倡口
授加笔述的方式。
转译是翻译政策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具体分为
两个方面：第一，是否需要转译？第二，从何种语言
转译？张之洞（1898）指出“译西书者，功近而效
速，为中年已仕者计也。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
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
译东书”。康有为（1898）在给光绪帝的《请广译日
本书派游学折》中指出：“请在京师设译书局，妙选
通人主之，听其延辟通学，专选日本政治书之佳者，
先分科程并译之”。盛宣怀（1901/1939）认为，“现
欲推广搜辑，似以转译日本已辑西学之书，较为稍
易”。以上论述皆主张从日文转译西方书籍，原因大
致有二：第一，日本的明治维新从翻译西洋书籍开
始的办法很成功，中国可以翻译日本精选并翻译成
日文的西书，以节约时间；第二，通常认为，日文和
汉语在形式上比较接近，较容易掌握，在翻译中可以
少出错。梁启超（1897b）就认为日文容易掌握，因
为“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二
也；文法疏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
也；汉文居十六七，五也”，所以“苟能强记，半岁无
不尽通者”。这些讨论主张照搬日本的翻译，体现了
晚清时期翻译政策急功近利的特点。在这些讨论中
也有反对转译的，李提摩太、蔡尔康指出尽管从日籍
转译方便，“殊不知日人初译此书，大抵问道于西人，
专为造福于东海。中国则政刑异尚，人地异宜，凡有
益于日人者，恐未必有益于华族。而况日本译政，行
于三十年前，即论格致工艺诸书，衡以西方今日之新
书，亦成尘羹土饭，岂值糜财费力，祸枣灾黎。”（李
提摩太、蔡尔康，1901）施蜇存就甲午前后中国转译
日本书籍的情况指出，“在甲午战争以前三百年间，
日本人翻译的中国书有 129种，而中国人翻译的日本
书仅有 12种，在甲午战争以后至 1911年的十五年间，
日本书的中译本多至 958种，而中国书的日本译本则
降至 16种”，而且 958种当中“绝大多数是西欧原著
的重译本，或日本学者所著的西方学术书。”（1990：
6）这一数字反差说明甲午之后的中国人“感到日本
维新的显著成效，急起直追，想就近从日本转手学习
西洋”。虽然这并不一定是翻译政策讨论的直接效果，
但晚清时期关于转译的讨论和实践却不容忽视。
5. 翻译奖励方式
晚清时期，政府为了鼓励翻译西书主要有两种政
策：第一，对专职译员加官进爵。根据傅兰雅，“在
馆西人俱有保举国家钦赐头衔：而傅兰雅得三品，
金楷理（Carl T. Kreyer）得四品，林乐知得五品”（傅
兰雅，1881），可见晚清政府对翻译人员的待遇和奖
励之丰厚。第二，兼职译员计量付酬或译优则仕。
康有为（1898）在给光绪帝的《请广译日本书派游
学折》中指出：“士人能译日本书者，皆大赍之。若
童生译日本书一种五万字以上者，若试其学论通者，
给附生。附生、增生译日本书三万字以上者，试论通，
皆给廪生。廪生则给贡生。凡诸生译日本书过十万
字以上者，试其学论通者，给举人。举人给进士，进
士给翰林，庶官皆晋一秩”。这些政策讨论抓住当时
学子以追求功名为首要目标的心理，以赐予科第头
衔来鼓励翻译。 
6. 翻译活动监管
当时重复翻译的现象比较突出，原因主要在于缺
乏对翻译活动的组织监管机制。康有为（1898）指出，
虽然各地均设有同文馆，但缺乏一个统一管理机构，
导致其各自为政，因此他建议设立京师译书局，“应
译之书，月由京师译书局分科布告书目以省重复”。
赵惟熙（1902）也提出，“在京师设译书总局，在沿
海沿江各省设译书分局，由译书分局向译书总局呈
报拟译书籍，以避免重复。罗振玉（1902b）在其《译
书条议》一文中指出，中央与各省通力协作，“必须
彼此关照，既免重复，且可将各种要书一时并出，但
必须预先商议明白，分定门类耳”。
1906年，由周桂笙发起，吴研人、汪惟父赞助在
上海成立了“译书交通公会”，并制定了章程。在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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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简章中，周桂笙指出了当时的种种翻译弊病，如翻
译态度不认真，使用语言晦涩难懂，译名不统一，重
复翻译等等，并声明该公会以“以交换智识，广通声
气，维持公益为宗旨”。该公会实行会员制，“各处
译书家、各省学务处、学堂教员、学生、书局、编辑
所、印刷所等处一切人员，皆可入本会为会友，一律
平等相待”（周桂笙，1906）。该公会最核心的作用
是促进翻译界人士之间的交流，为其提供最新的译
界信息和力所能及的帮助。此外章程还对会费、开
支、会刊、会所做了详细说明。从现在的眼光看，这
个公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民间组织的翻译协会，有其
详细的学会宗旨、规章制度、组织方式等，这可能是
中国最早的民间翻译协会，旨在协调和监管当时的
翻译活动。
7. 教科书翻译
教材编译以实用为原则，服务于培养翻译人才这
一目的。盛宣怀（1902/1957）在其《奏陈南洋公学
翻译诸书纲要折》中提出“选课本以便教育”。《江
宁江楚编译书局章程》就教科书的编译有如下规定：
根据现有教科书，重新编定所需翻译的教科书书目；
对教科书精心选材，严格校对，随译随用于教学实
践，根据教学反馈加以改进；不设专职译者，聘请
翻译，按劳付酬；统一译名，教材统一发放。（佚名，
1904）
《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1903）按照西方的
学科分类将需要翻译的课本分为“统挈科学”、“间
立科学”和“及事科学”三类。曾任武昌江楚编
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的罗振玉
（1902a）在其《言编译教科书》一文中指出：“今从
事编译，宜先译小学堂、普通小学校课本为程式，而
译中等课本为蓝本”，具体做法是“选定译本，遣东
人包译”，达到“费省而效速”。屈爔（1905）在其《编
译课本条陈》中指出，“西文课本宜速编定也”，但
各省编译局在编译教科书方面各自为政，存在很多
弊端，因而他建议直隶学务处宜对课本编译统一管
理，达到全国统一。教科书编译作为当时翻译政策
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推进晚清时期多学科新
式学校的发展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四、晚清时期翻译政策的社会阐释
由以上考察可以发现，社会因素是促成晚清时期
各类翻译政策的首要原因。不同社会群体对当时社
会状况认识不同，促成了他们对翻译的社会功能在
认识上存在差异。晚清时期关于翻译政策的讨论表
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以官为主，自上而下。对翻译政策的讨论
大都以政令或奏疏的形式提出。政策讨论的载体主
要以官办机构为主，官员大都以赞助人的身份来参
与翻译政策讨论，并不直接参与翻译活动，因此对翻
译的认识有限，甚至过高地估计了翻译的作用。
第二，现学现用，急功近利。这一点集中体现在
翻译选材方面，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兴起的洋务派
属于实权阶层，鉴于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强大军事
力量，主张首译“格物制造”之书，期望通过翻译西
方工业、军事、经济、农业等科学方面的著作，实现
晚清政府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的迅速强大。但甲
午战争的失败让政策制定者看到仅凭经济和军力还
不足以改变中国社会状况的现实。维新派主张变革
中国的政治体制，因此主张以变法图强为核心，以翻
译“政学”、“法学”为主，希望从政治、思想上学习
西方国家。民间团体和有影响力的个人关注国计民
生，因此注重“广见闻”、“开民智”类书籍的翻译。
1902年，梁启超（1902）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一文中发出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
小说”的呼吁。尽管这一呼吁并非翻译政策，但可
将之视为先前翻译政策屡试屡败的结果：洋务派主
张从翻译西方技术入手富国强兵，但甲午战争的失
败证明了技术革新并不是中国强盛的关键所在；维
新派主张翻译西方的政令法律，来改良中国的政体
制度，维新变法的失败证明这一做法也不奏效；于
是严复开始从翻译西方社会哲学著作入手，梁启超
提出了“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同上），从翻译小
说入手达到“新”民，改变国人的思想，从根本上改
变中国的面貌。晚清时期关于翻译选材的政策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过程，这些
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士和团体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
认识，就选材提出了其各自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一个
共同的认识就是“速效”救国。
第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尽管晚清时期关于
翻译政策的讨论主要是学西方的什么和如何学的问
题，但其理念还是不能动摇汉语及中国科举制度的
主宰地位。如在课程设置上，尽管以外语教学为主，
但中文课程不仅属于必修，其中“经史等学”还占
到相当的比例；此外，同文馆学生可以参加当时的
科举考试。这些政策都充分说明，晚清时期翻译政
策总的目的并非为了“全盘西化”，而是“为我所用”。
五、结语
本文在对翻译政策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指出，晚清
时期关于翻译政策的讨论主要有三类载体：官办的
译馆兼学校、民间筹办的翻译或编译出版机构和翻
译组织机构。根据内容，将关于翻译政策的讨论分
为翻译人才培养、翻译选材、译员雇用、翻译模式、
奖励政策、翻译活动监管和教科书编译七类，对各类
政策进行了归纳和分析。研究表明，晚清时期，社会
因素是制约翻译政策的根本原因，翻译政策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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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从借助翻译“新”技
术，到“新”政，再到“新”民的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尽管不同社会团体基于其不同的社会背景在翻译政
策讨论中侧重点不同，但其社会动机却是相同的，即
通过培养翻译人才，翻译西方书籍，实现政治、军事
思想等方面的改良，挽救民族危亡。
注 释
表 1 中关于新疆俄文馆、台湾西学馆、珲春俄文馆和湖北①①
自强学堂的内容参见董宝良。（2007 ：19）
1898 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赏六品衔，②①
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政变发生后，梁启超
逃亡日本。
龚鼎孳（1615-1673），明朝进士，明亡后降清，曾任太常③①
寺少卿，文职京官，正四品，负责四译馆事务。
四译馆，原名“四夷馆”，创建于 1407 年的明朝，是中国④①
历史上最早的培养翻译人才的专门机构，该机构不仅负
责翻译朝贡国家的往来文书，还负责翻译人员的培养，并
建立了包括师资、学生招募及考核等一套比较完善的规
章制度（参见任萍， 2007）。后被清政府接收后更名为“四
译馆”，1748 年又更名为“会同四译馆”，主要负责翻译
以及外语教学。
即后来的“上海广方言馆”。⑤①
教习：学官名，清代翰林院设庶常馆，由满、汉大臣各一⑥①
人任教习，晚清时期的学馆中老师也称教习。
舒高第（1844-1919）1877 年被聘为上海广方言馆英文教⑦①
习，后还兼任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翻译。
冯桂芬（1809-1874）：曾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⑧①
改科举”的思想。
1862 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等向同治帝奏设⑨①
京师同文馆，奏折后附所拟《同文馆章程》6 条。1865
年又增加了 6 条 , 后不断续增。这里参照的是“光绪
二十四年（1898 年）以前的同文馆章程”（高时良 , 
1992 ：48-51）。
提调：官名，负责管领、调度。⑩①
赫德（Sir Robert Hart，1835-1911）：出生于北爱尔兰，⑪①
被英国政府派到英国驻中国领事馆做翻译，后担任晚清
海关总税务司长达半个世纪（1861-1911），精通汉语和中
国文化。
这里的“其余各类”是指文、史、哲、小说等门类。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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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ism, Cosmopolitanism and Translation’s Role as Cultural Mediator
by Wang Ni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na) p. 5
Abstract: Translation has taken on a new look in the wake of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not only has 
its domain been significantly expanded but it has also been redefined to refer to linguistically enabled inter-cultural 
renditions rather than merely inter-lingual ones. The emerging of the age of multimedia and digitalization, moreover, has 
made it necessary for translation to turn its attention away from language as such to signs and images. Increasingly, it 
has been called upon to mediate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or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universal. On one hand, it serves 
to promote national cultures in the world, and on the other it is also counted on to introduce the universal into particular 
national cultural contexts. Since the blurring of national boundaries in our times of globalization has rendered salient the 
issue of cosmopolitanism, translation has also become more and more indispensable to the effort to maintain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Key words: nationalism; cosmopolitanism; translation; cultural mediatio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Interpreting Studies: Puzzles and Solutions
by Zhang Wei(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p. 13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interpreting studies has gone through four different 
stages, namely, the stage of germination, of stagnation, of growth, and of adjustment. On one h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has accelerated the growth of interpreting studies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nd adding topics and 
methodologies to, its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 contemporary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interpreting studies tend 
to be marred by the following major defects: 1) lacking in diversity of research types and multiplicity of interpretive 
dimensions; 2) marginalizing the study of interpreting as such, and 3) showing inadequate interest in pedagogical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To have these defects remedied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rpreting 
studies, it is necessary that more attention be paid to the guiding principles, research foci, research values, and research 
mechanisms that give shape to these approaches.
Key words: interpreting studies; inter-discipline; defect; solution
The Formulation of Translation Policies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by Huang Libo(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anxi, China) & Chu Chi-yu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K, China) p. 26
Abstract: Proceeding from a working 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polic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official translation 
policies were formulated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1840-1911) by sorting out the opinions that influenced the making of 
these policies under seven headings: training of translators; selection of source texts; employment of translators; modes 
of translation; incentives for promoting translation; monitoring and regulation of translation; compiling of translation 
textbooks. The examination throws light on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approach and underlying motives, revealing three 
sali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dopted policies: 1) they were mainly issued by government-run institutions; 2) they were 
made for quick success and instant benefits; 3) Chinese learning was retained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while western 
learning adopted merely for its practical utility. In conclus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translation policies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were shaped ultimately by the then prevailing social factors, and that the policy changes in question should 
be viewed as another manifestation of the ongoing experiments on modernization at that jun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period;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policy
Chen Wangdao’s Translation of The Manifesto of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Historical Memories 
It Carries
by Wang Dongfeng & Li 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p. 75
Abstract: This paper offers a close reading of Chen Wangdao’s translation of The Manifesto of Communist Party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alyzing the way his translation and its cultural context interacted with and impacted on each 
other. The contextual factors examined include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at swept across China in early 20th century, 
the identity as a rhetorician which Chen Wangdao assumed later, as well as the availability of Japa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same text. The reading and analysis direct attention to the constraints imposed by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personal-
subjective factors on the way Chen’s translation was linguistically executed.
Key words: Chen Wangdao; The Manifesto of Communist Party; historical perspective; rheto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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